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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目前国内学界关于中国解释学问题的讨论混淆了两个基本问题：一个是中国传统哲学中是否存在一个解释学传统，另一个是中国哲学中的经典解释是否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解释学。通过历史的分析，作者对这两个问题都给予了否定的回答，并提出，训诂和解释应当成为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的两种重要手段和途径。

从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看，“训诂”始终被看作后人继承前人文化的一种重要途径。由于历代统治者出于自身需要而提供大力支持，“训诂学”在中国文化史上成为一门最重要的学科之一，虽然近代以后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而日渐衰落。在西方思想史上，解释学也是一门具有悠久传统的学科，早在中世纪就有了关于圣经典籍的解释学，到了近代有施莱尔马赫的解释学和狄尔泰的解释学，到了现代又有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我们今天把训诂学与解释学放到一起讨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哲学解释学的深刻影响，促使我们对自己文化解释的反思。

在这里，我们首先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训诂与解释有着很大的区别。其一，在对象上，训诂学的研究对象是典籍文本，它只能从文本出发并围绕文本展开意义的梳理工作；而解释学的对象则是广义的语言，它是在更为一般的意义上追问理解者对语言的理解和解释；其二，在方法上，训诂学的基本方法是考证，通过对典籍版本的辨别和比对，以求对不同版本文字的字义的解读；而解释学的方法则主要是现象学的直观，通过解释者对文本意义的直观把握，以求对这种意义的“理解共识”或“视界融合”；其三，在目的上，训诂学的目的是为了达到对古籍文本字面意义的澄清，以恢复该文字原有的意义；而解释学的目的则是为了得到对文本意义的理解，这样的理解不是拘泥于字面的解释，而是结合了理解者的意图和背景等。当然，从更大的范围来说，“训诂”也应当被看作是一种“解释”，因为对典籍版本的梳理本身也是整理者对其意义或重要性的解读。

有人认为，“中国哲学诠释传统的典型形式是以经典诠释的方式进行哲学体系的建构或重构，这一方式包含着‘客观’地诠释经典的‘原意’和建立诠释者自身的哲学体系的内在矛盾与紧张。”
还有人认为，“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与哲学诠释的传统有着密切关系，其中，王弼和郭象代表了中国古代哲学诠释传统的成熟时期，朱熹、王夫之是古代哲学诠释传统的高峰，牟宗三则是这一传统的现代代表。”
 严格地说，这些观点都混淆了两个不同的问题：一个是中国传统哲学中是否存在一个解释学传统，另一个是中国哲学中的经典解释是否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解释学，或者说，对经典文献的哲学解释是否就等于一种哲学解释学。我认为，只有澄清了这两个问题，我们才能进一步讨论中国传统哲学与解释学的关系，也才能讨论我们对中国哲学的继承和发展的问题。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中国传统哲学中是否存在一个解释学传统？

要回答这个问题，当然首先就需要了解什么是解释学，特别是要明白解释学与训诂学之间的区别。正如我们前面指出的，解释学在西方已经有了上千年的历史，但哲学解释学却是从20世纪才开始形成的。如果我们把解释学看作是一门关于理解的学科，那么，这门学科就不同于仅仅是说明经典字面意义的训诂学，而应当是一种理解语言意义的“使者”或“中介”。这就是说，当我们对经典文本做出一种解释学的分析，我们并不是在追求经典文本的源初意义，而是追问这种文本对解释者呈现出来的意义，强调的是“过去与现在之间的中介、作者视域与解释者视域之间的融合”。
 早期的圣经解释学与修辞学、语法学、逻辑学等学科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并在很长时间内被看作是属于逻辑学的一部分，而后来施莱尔马赫又把解释学看作是修辞学的一部分，并且这种看法一直延续到现代；但是，这种意义上的解释学仅仅具有方法论的作用，只是作为工具或技巧一类的辅助学科，用于疏通文本的上下文关系，服务于讲解教义的目的。用施莱尔马赫的话说，解释学仅仅是“避免误解的技术”，其中包括了语法的解释和心理学的解释，因而，即使是他提出的一般解释学也只是一门包括了各种具体解释规则的方法论。在这种意义上，圣经解释学以及施莱尔马赫的一般解释学大体上可以看作是接近中国传统的训诂学。

然而，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解释学不是方法论上的，而是哲学上的。自从狄尔泰提出精神科学的确实性依赖于对个别物的理解是否能够被提高到普遍有效性这个观点以来，人们对解释学的理解就不再限于方法论上的讨论，而是从考察理解和解释的条件和前提入手，追问“对一直固定了的生命表现的合乎技术的理解”，试图“对包含在著作中的人类此在留存物进行阐释或解释”（狄尔泰语）
，这样，“这种意义上的‘理解’就必须和‘解说’一道被解释为是那种共同构成此在的源始的‘理解’在生存论上的衍生物”（海德格尔语）。
 解释学的这种存在论转向直接导致了一种哲学解释学的诞生。我们知道，海德格尔从追问存在的意义把解释学看作是一种对生命状态的探究，在他看来，一切解释活动都基于某种先见的东西，这种先见从某种可以解释的状态出发，对我们从先见中获得的东西进行“切割”或“分解”。这样一个“分解”过程正是我们的解释活动。因此，解释活动本身有赖于存在者的存在本身，即“此在”（Dasein）。受到海德格尔思想的影响，伽达默尔把他的哲学直接称作“哲学解释学”，以区别于以往的其他作为方法论的解释学。他明确指出，“哲学解释学将得出下述结果：只有理解者顺利地带进了他自己的假设，理解才是可能的。解释的生产性的贡献永远属于理解的内容本身。”
 但这种理解本身并不是主观的、心理的，而是客观的、“在连续影响史上被调解了的意义”。伽达默尔甚至把这种解释学看作以独特的方式接近以新实证主义的形而上学批判为出发点的分析哲学，两者不同的是，哲学解释学更为关注是理解的条件，即前理解问题、问题的过程史以及每句话的动机史等。应当说，正是对理解条件的研究，构成了我们现在熟悉的解释学的主要内容。

然而，训诂学则与这种哲学解释学有很大的区别。我们知道，“训”有说明解释之义，而“诂”（古作“故”）则为古文，因此，“训诂”则为解说古文之音义，目的是用通行的语言解说不易为人懂的古文字义。按过去的分类，“训诂学”应属于“小学”的一部分；如今，我们通常把它看作是汉语语义学的分支。训诂学的主要任务是解读古文字义，其方法主要是“形训”、“义训”和“声训”或“音训”。戴震所谓的“疑于义者以声求之，疑于声者以义正之”，正是训诂学的基本思路。

历史地看，训诂学发端于春秋战国时期，主要原因是当时的语言本身有所发展，古文书面用于与当时的口语在意义上有所不同，而且一词多义的现象在当时的语言用法中也比较普遍。汉代的训诂学依据经学发展起来，《尔雅》（周公）、《方言》（杨雄）、《说文解字》（许慎）以及《释名》（刘熙）等都是对今文经的字义注解。魏晋之后，训诂学的主要工作是在“训诂义疏”方面，特别是当时的学者对《老子》、《论语》、《庄子》等古书做了大量的疏义工作，目的是为了使当时的人们能够理解这些经典，其中也有根据当时统治者的意识对这些经典强加了一些自己的解释。隋唐时期的训诂学注重字义的出处，力图根据以往经典注释给出更加符合当时理解的字义解释，尤以孔颖达的《五经正义》为代表。佛教的传入和流行也使得对佛经的注释成为当时训诂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宋代之后，训诂学更加偏重字义研究，王安石的《字说》、王子韶的《字解》等都是当时对字义解释的重要论著。明代方以智的《通雅》根据古代语言材料，说明了古文在音义上的相通之理。从清朝开始，更多的学者注重从语音与文字的关系入手，以声音为训诂之出发点，从声音上推断字义的假借。戴震言：“训诂音声相为表里”；段玉裁说：“圣人之制字有义而后有音，有音而后有形。学者之考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治经莫重于得义，得义莫切于得音。”这些都使得训诂学从一种经典字义诠释转向了一种具有明确学科性质的现代语义学，顾炎武的《音学五书》和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等对后来的汉语言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从以上简单的历史回顾中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的训诂学主要是作为一种解读古字音义的方法学，目的是为后人更好地理解和学习前人经典，还古文典籍的原义，而不是对典籍的进一步发挥，更不是在典籍基础上的再创造。这显然与我们现在所说的解释学无论在目的还是在方法上都有明显的不同。所以，我们决不可把这两者混为一谈。我们可以说，训诂学不仅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成为如今的中国哲学史料学的基础之一。但我们不可以说，中国哲学中存在一种解释学的传统，更不可以说，由于训诂学也是对语言意义的解释，因而就把训诂学看作是一种解释学。

有人可能会说，即使中国哲学中没有一种解释学的传统，我们仍然可以把前人的训诂工作看作一种哲学解释活动。这就涉及到我们要讨论的第二个问题：对经典文献的哲学解释是否就是一种解释学？正如我们在前面指出的，如果我们所理解的“解释学”是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哲学理论，显然，我们就无法对中国哲学中的古文音义训诂做出一种存在论解释，因为这样的音义训诂完全是建立在古文原有意义的基础之上的，训诂的目的仅仅是用更易理解的语言把古文的原义揭露出来。推一步说，即使我们可以把这样的解释学看作一种方法论，其方法也是把解释者的意图与文本的意义联系起来，强调解释活动对文本意义的再创造。这显然与训诂学的目标大相径庭。因为训诂的主要方法恰恰是要根据古文音义去揭示古文的历史原貌，而不是用解释者的眼光赋予古文新的意义。事实上，历史上曾有过解释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强加于古文的意义而被后来的学者看作是不值一提的事件发生。这就表明，无论是把解释学看作一种本体论哲学，还是看作一种哲学方法论，我们都无法把中国哲学中的训诂工作理解为一种解释学。我认为，只有当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训诂学和解释学两者的区别，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它们的作用，才能谈得上如何用解释学方法推进中国哲学的发展这个问题。

我的总的看法是，训诂和解释应当成为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的两种重要手段和途径。训诂学侧重于对中国哲学古籍的整理和挖掘，而解释学则是为中国哲学在新世纪的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文化的传承总是继承与发展相互整合的结果，无论偏废哪一方面都无法完成文化传承的任务。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训诂学的工作重在继承，而解释学的工作则重在发展。发展以继承为前提，而继承以发展为目的。如果没有对哲学典籍的义理溯源，对文本的任何哲学解释都会成为“无本之木”；但是，如果没有解释者对文本意义的主动参与，那么，一切典籍都只能被保存在“历史博物馆”中而失去了现实的作用。的确，我们需要对典籍的疏正工作，但在今天，我们更需要的是对典籍的再创造活动。我想，这也正是我们今天讨论训诂、解释与文化重塑这个主题的宗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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